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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多源数据资料重建小尺度区域历史时期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深入理解土地利用

变化的驱动力机制及其环境和气候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从流域尺度聚落格局演变重

建到聚落尺度耕地数量和空间分布重建，再到流域尺度耕地格局重建的思路，以云南山地典型

的中小流域为研究区，以历史文献资料、田野考察资料、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档案资料、现代

统计资料、地理基础数据为支撑，综合考虑区域自然因素（坡度、海拔高度）、人文因素（人口、政

策、农业技术、耕地与居民点距离），设计了历史时期山地小尺度区域耕地网格化重建模型，重

建了1700—1978年具有明确时间和空间属性的网格化耕地格局。结果表明：① 掌鸠河流域的

耕地面积近300 a增长6.3倍，垦殖率从1700年的2.1%上升到1978年的15.6%。② 不同地形区

的耕地面积差异较为显著，其中山区和半山区的耕地面积最大，且增长速度最快；平坝区和中

下游河谷区的耕地面积增长相对平缓，是自然环境、人口、政策和农业技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③ 通过总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等对结果进行验证，证明了重建结果的合理性。本

文设计的网格化重建模型可以为模拟具有明确时间和空间属性的小尺度区域历史耕地网格化

数据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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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农业垦殖所导致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已被广泛认为是全球变化的主要驱动
力之一[1]。土地利用变化数据的重建是构建全球环境变化模型的基础，由于气候系统变化
的滞后效应，只有建立长期的土地利用驱动力模型才能加强综合的环境评估和预测[2-4]。
所以，为了更好地模拟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的气候和生态效应，必须建立高分辨率的
空间化历史土地利用数据集[5]。

由于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局部和小尺度区域的实例研究可
以确定与覆盖变化相关的主要驱动因素，分析其所需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1]，成为全球变
化研究的重要途径[6]。小尺度区域案例的深入研究还可以增加我们对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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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理的认识，有利于对不同空间尺度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机制的比较研究[7]，而典型
地区，如环境敏感区、生态脆弱区、生态过渡带及经济发达区等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
土地利用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成为当前案例研究的热点区域[8]。

山地由于其高度梯度差异等原因，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比其他地方都要强烈，
而且常常会加剧和改变全球环境变化对洼地的影响，属于典型的环境敏感区和生态脆弱
区，山地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研究成为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9]。在中国云南
山地，自18世纪以来，由于大规模的移民开发等原因，彻底改变了云南山地的土地利用
和地表覆盖，是中国土地利用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之一。对公元1700年以来云南山地典
型中小流域土地利用和地表覆盖变化的研究，可以为我们利用多学科方法深入探讨历史
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机制，进而重建具有明确时间和空间属性的土地利用变化数
据集提供典型的案例。

国内外学者对历史时期中国耕地空间重建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国外，全球
尺度上较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的Ramankutty等[10]

建立的“全球土地利用数据集（SAGE）”、荷兰公共健康与环境研究所的Goldewijk等[11]

建立的“全球历史环境数据集（HYDE）”、德国普朗克气象研究所Pongratz等[12]建立的
PJ数据集和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Kaplan等[13]建立的KK10数据集等，在全球环境变化
模拟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正如SAGE[10]所声明的，全球数据集适用于全球尺度，不能
作为区域性研究的依据，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14-19]也表明这些数据集不能客观反映中国历
史耕地、林地和草地变化的趋势及特征。所以重建中国全国和区域尺度高分辨率的空间
化土地利用变化数据集仍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20]。

在国内，许多学者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统计资料和地图资料等多源数据重建了中国
不同空间尺度的耕地网格化数据集，林珊珊等[21]选取海拔高度、坡度与人口作为量化自
然与人文因素的主导因子，设计了一套将中国传统农区历史耕地数据网格化的方法与算
法模型，建立了1820年中国传统农区的垦殖率数据集，空间分辨率为60 km×60 km。Liu
等[22]、何凡能等[23]、魏希文等[24]、姜蓝齐等[25]和李美娇等[26]利用网格化方法，在校正历史
耕地数量的基础上，分别重建了不同时间尺度全国范围的耕地网格化数据集。李柯等[27]、
李士成等[28]、潘倩等[29]通过量化地形、气候生产潜力、人口密度等因子与耕地空间分布
的关系，重建了清代云南、西南地区和江苏省的网格化耕地数据集。上述研究在进行耕
地空间网格化重建时，较少考虑到土地发展进程和变化情况，重建形成的结果不一定是
真实的土地覆被，而是一种潜在覆被类型[25]。白淑英等[4]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地图资料和
遥感影像等，构建了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数字重建模型，重建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大
庆市杜尔伯特蒙古自治县土地覆盖分布格局。Yang等[30]将海拔、坡度、水资源可用性、
年降水量、与最近村落距离等因素考虑在内，建立了基于约束性元胞自动机的“自下而
上”的历史耕地重建模型，模拟了中国传统农区1 km分辨率的耕地空间分布。现有的耕地
重建模型在筛选社会驱动因子时多选取人口数量这一较易量化的因子为主，未考虑政策、
战乱、农业技术等对历史耕地变化的驱动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模拟的准确性。

在新开发的区域，聚落建立与土地开垦几乎同步进行，聚落格局的发展演变可以反
映出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过程。吕妍等[31]、曾早早等[32]和霍仁龙等[33]在地名志资料、历史
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重建了东北地区、西南山地17世纪以来的聚落演变
格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耕地开垦的空间演变格局。但由于这类研究的数据源多为地名
志等文献资料，缺少聚落内部土地利用变化的微观信息，只能在整体上考察区域范围内
土地利用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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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方法可以解决小尺度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数据获得困难的问题，赵杰等[34]

和郝仕龙等[35]利用参与性农村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分别重建了
1950—1999年和1980—2004年间聚落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霍仁龙等[36]综合利用历
史地理学的实地考察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获得了长时序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复原
了聚落尺度1700—2000年多地类的土地利用演变过程。

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云南山地较为典型的中小流域——掌鸠河流域为
研究区，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田野考察资料、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档案资料、现代统
计资料等多源数据资料，在复原流域尺度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基础上，详细分析聚落尺
度耕地开垦的时空特征，充分考虑自然（海拔、坡度）和人文（人口、政策、农业技
术、耕地与居民点的距离）影响因子，设计“历史时期山地小尺度区域耕地网格化重建
模型”，网格化重建了 1700—1978年每 50 a时间断面的耕地覆盖数据集（30 m×30 m），
以期为利用多学科方法重建历史时期小尺度区域耕地网格化数据集提供参考，加深人们
对山地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机制和时空演变规律的认识。

2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为云南省禄劝县境内的掌鸠河流域
（图 1），地理位置 25°24′N~26°08′N，102°19′E~102°
35′E，属长江流域金沙江水系，总面积 1376 km²，
是云南山地较为典型的中小流域。掌鸠河流域处于
低纬度地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海拔高度1564~
3136 m，以山地为主，北高南低，中部为掌鸠河流
经所形成的河谷低地。掌鸠河流域主体位于禄劝县
境内，占总流域面积 1915 km²的 72%，为保持数据
完整性，本文以禄劝县境内的掌鸠河流域主体为研
究范围。

清代初期以前，掌鸠河流域的民族以彝族与汉
族为主，彝族居住在中上游平坝区和广大山区，汉
族集中居住在中下游河谷区。18世纪以来，云南省
内外的农业、商业移民陆续迁入，人口大量增加，
掌鸠河流域的土地垦殖进入了一个大规模开发的阶
段，流域内的土地覆盖发生了显著变化[37]。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思路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有3类：① 流域尺度的聚落格局演变数据，用于重建流域尺

度耕地开垦的时间和空间范围；② 聚落尺度的耕地数据，用于重建聚落尺度耕地数量和
空间分布；③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用于在地形上控制耕地数量和空间重建的范围。

（1）流域尺度的聚落格局演变数据来源于霍仁龙等 [33]的研究。该数据利用历史文
献、地名志、田野调查和地图资料等，复原了1700—2000年掌鸠河流域784个聚落每50 a
时间断面的空间演变格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图1 掌鸠河流域示意图
Fig. 1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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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聚落尺度的耕地数据。包括聚落尺度耕地开垦的时间、数量和空间分布，聚落

人口数量、农业技术发展、农业政策演变等与聚落耕地开垦的关系，主要来源于：① 文

献、档案和统计资料。全国性制度和农业政策的演变资料来自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的实录、省志、中央政府档案等文献记载；掌鸠河流域的耕地格局、政策

演变、农业技术发展等资料来源于康熙《禄劝州志》①、乾隆《农部琐录》②、民国《禄

劝县志》③、《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志》 [38]、禄劝县档案馆中所藏的档案资料

和相关统计资料等；1700—1978年掌鸠河流域各聚落不同时间节点的人口数据来源于霍

仁龙[37]研究成果。② 田野调查资料。本文作者在掌鸠河流域共进行了273个工作日的田

野调查后所获取的数据资料，包括流域尺度的普遍调查和聚落尺度的详细调查。聚落尺

度的详细调查分别选取中下游河谷区、半山区和山区3个典型聚落进行长期调查，每个

聚落的调查时间为60~80个工作日。调查内容包括聚落耕地的开发过程、聚落不同发展

阶段内耕地开垦的数量和空间特征、耕地开垦与人口、政策、农业技术等因素的关系

等，并对聚落内每块耕地的海拔高度、坡度等进行了实地测量。流域尺度的普遍调查对

聚落尺度调查的内容进行检验，并对部分结论进行了修正，结合相关研究[37]，得出1950

年以前聚落不同发展阶段耕地开垦与人口、农业技术（主要是农田水利建设）等因素的

关系（表1）。1950—1978年是聚落发展的特殊时期，表现为人口以自然增长为主，耕地

大规模开发，水利大量兴修。

（3）地形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http://

www.gscloud.cn）GDEMV2数据，空间分辨率为30 m。利用ArcGIS软件提取出掌鸠河流

域的地形图，并生成流域坡度栅格图。

3.2 研究思路

本文重建1700—1978年云南山地小尺度区域耕地数据的总体思路是（图2）：在流域

尺度重建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基础上，在聚落尺度，基于ArcGIS平台构建历史耕地重建

模型，重建连续时间断面的聚落耕地数量，按一定的规则分配至格网中，进而形成流域

尺度具有明确时间和空间属性的耕地网格化数据。因流域尺度聚落格局的重建工作已经

完成，故本文将重点放在聚落尺度耕地的重建上面。

本文对山地流域耕地格局的重建从1700年开始，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政策、社

会经济、劳动力流动强度和农村人口口粮对当地耕地的依赖程度等都与传统农业社会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平坝区与中下游河谷区人口与耕地的关系变得松散，所以本

文的重建时间至1978年止。

① 康熙《禄劝州志》，云南省图书馆传抄本。

② 乾隆《农部琐录》，云南省图书馆传抄本。

③ 民国《禄劝县志》，民国十七年铅印本。

表1 云南山地聚落耕地开垦与人口、农业技术的关系
Tab. 1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pland reclamation area,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mountainous settlements in Yunnan Province

创建时间(a)

0~100

100~200

≥ 200

发展阶段

初建时期

发展时期

成熟时期

人口来源

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

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

自然增长为主

田地开垦情况

大量开垦

少量开垦

少量开垦

水利情况

少量兴修

大量兴修

少量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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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建方法

4.1 数量重建
耕地数量重建主要用来重建某一时间点山地流域内所有聚落的耕地数量，聚落在不

同时间点上的耕地数量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
4.1.1 自然因素 地形、土壤、水热等各自然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可开垦耕地
的潜在数量。由于本文的研究区为中小流域，热量、水分和坡向等因素对耕地开垦的影
响较小[39]，坡度与海拔高度是支配耕地开垦的主要因素[21]。在聚落尺度，历史时期云南
山地农田水利灌溉主要以沟渠自流灌溉为主，引水沟渠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相对海拔越低
的耕地越容易被灌溉，坡度则决定了耕地开垦的难易程度。所以，相对海拔高度和坡度
是影响聚落尺度耕地开垦的主要自然因素[36]，不仅决定了聚落耕地开垦的空间格局，同
时也决定了每个聚落范围内宜垦耕地的总数量和聚落不同发展阶段中可能开垦的耕地
数量。

在聚落发展的不同阶段，自然环境对耕地数量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效果。据已有的研
究[36]和田野调查资料，在聚落潜在耕地分布范围内，聚落创建初期（聚落创建后的100 a
内）因人口数量较少，农业技术不发达，加上鼓励开荒政策的实施，农业生产以粗放经
营为主，大量开垦耕地成为保证粮食生产的主要手段，农民会选择海拔低于居民点、坡
度值在12°以下的区域进行开垦，并在短时间内开垦完毕，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耕
地的开垦数量。在聚落创建的100 a以后，自然因素主要决定耕地开垦的空间分布，耕地
数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人文因素。
4.1.2 人文因素 在人文因素中，人口、政策、农业技术等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历史时期云
南山地的耕地开垦数量。人口因素对耕地数量增加的驱动作用是始终存在的，尤其是在
聚落初建时期和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对耕地开垦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表 1）。政策因
素在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的产生和影响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0]。清代以来，中央和各级

图2 技术路线
Fig. 2 The technical route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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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多采取移民山区、鼓励垦荒等政策，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云南山地耕地的开垦，对
耕地数量的增长具有持续与长期的促进作用[41]。农业技术（在1978年以前主要以农田水
利为主[42]）的进步推动了历史时期云南山地农业生产由粗放向精耕细作的演变，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耕地粮食生产的压力，对耕地数量的增长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作用。

在聚落发展的第2个阶段（聚落创建后的100~200 a内），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主
要以发展农田水利等来提高粮食产量，进行精耕细作，耕地开垦速度放缓。这一时期，
在自然因素仍然起着较为基础作用的同时，人口数量、政策和农业技术等人文因素成为
决定聚落耕地数量发展的主导因素。

（1）人口。假设在聚落正常的发展时期，人口因素对聚落耕地数量发展的驱动系数
为一不变值，当遇有人口自然增长或机械增长突然增加时，驱动系数就会增加，当遇有
自然灾害或战乱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或逃亡时，驱动系数就会降低。将人口因素对聚落
耕地数量发展的驱动系数限定在1~2之间，当驱动系数为1时表示无影响，驱动系数越大
表示人口因素对耕地数量发展的促进性作用越大。

人口自然增长对流域内各地形区聚落耕地的压力较为相似，而流域外的移民迁入对
聚落耕地的压力可以部分地体现在新创建聚落的数量上面，因为外来移民在迁移到未开
发地区创建新的聚落并开垦耕地的同时，也同样会有部分移民迁移到原有的聚落中，对
聚落的粮食需求量产生压力。所以，可以综合以上两个指标来确定人口因素对不同地形
区聚落耕地数量发展的驱动系数。

公元1700年以来，掌鸠河流域聚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50年以前除个别战乱时期
外相对稳定，在清朝后期的咸同回民战争期间（1856—1872年），掌鸠河流域人口损失
20%左右，主要集中在流域的中下游河谷地区，中上游地区则受影响较少，且成为人口
逃亡的方向。中下游河谷地区的人口虽然损失较多，但这一区域的耕地开垦时间较早，
多为成熟田地，会在短时期内被战乱过后的回流人口重新耕种或耕作方式由精耕细作转
为相对粗放地经营，所以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因为战乱导致的中下游河谷区人口的逃亡对
耕地的数量变化影响较弱，其他地形区则相对较为稳定。1950年以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则猛增至 18.8‰ [43]，如将 1950年以前人口自然增长对流域聚落耕地的驱动系数赋值为
1.1，中下游河谷区因战乱在1851—1900年的驱动系数为1，则1951—1978年全流域的驱
动系数赋值为1.4。

公元1700年以来，来自掌鸠河流域外和流域内中下游河谷区和海拔较低的平坝区的
人口多向半山区和山区扩展，随之而来的是聚落和耕地在流域内的空间扩散。人口的机
械增长对于聚落耕地的驱动力，各时间断面内不同地形区中新创建聚落数量占总聚落数
量的比例代表了外来人口的迁移方向[33]，
以此比例除以10作为不同地形区中的人
口机械增长对聚落耕地数量增长的驱动
系数。

综合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对
流域内不同地形区聚落耕地数量增长的
驱动系数，得出总驱动系数（表 2）。总
体来看，人口因素对1700年以来流域内
不同地形区聚落耕地数量的驱动系数最
高的是半山区和山区，其次是平坝区，
最低的是中下游河谷区。在人口自然增

表2 1700—1978年人口对流域内不同地形区聚落
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系数

Tab. 2 Coefficients of population driving changes in

cropland areas in settlements on different terrain types of

settlements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from 1700 to 1978

时间

1700—1750年

1751—1800年

1801—1850年

1851—1900年

1901—1950年

1951—1978年

中下游河谷区

1.11

1.11

1.11

1.01

1.11

1.41

平坝区

1.12

1.11

1.11

1.11

1.11

1.41

半山区

1.13

1.13

1.12

1.12

1.12

1.43

山区

1.14

1.15

1.16

1.16

1.17

1.46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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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相似的情况下，外来人口迁入所导致的人口机械增长是影响驱动系数差异的主要
原因。

（2）政策。政策对耕地开垦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方式。首先，直
接影响是政策因素直接作用于个体家庭或集体，驱动或限制其开垦耕地。其次，间接影
响主要通过影响人口迁移和数量发展、农田水利建设等来间接影响耕地的开垦。因间接
影响已经通过其他因素表现出来，本文只考虑政策因素的直接影响。将政策因素对耕地
数量发展的驱动系数限定在1~2之间，当系数为1时表示无影响，驱动系数越大表示政策
因素对耕地数量发展的促进性作用越大。

在清代，政策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山地垦殖的赋税政策上面，尤其是乾隆三十一

年规定“嗣后滇省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俱著听民耕种，概免升科”④的政策对流域内的
耕地开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长期持续的赋税政策的驱动系数按1.1计算，咸同回
民战争所在的时段内，中下游河谷地带的影响系数为 1，其他地形区的驱动系数为 1.1。
民国时期，经过耕地清丈，耕地的赋税不断增长，加上1941年开始的田赋三征政策，更
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为增加粮食生产，在征收赋税的耕地之外再开垦更多的耕地成
为当时解决粮食生产困难的途径之一，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耕地数量的发展。另外，国民
政府积极推行鼓励垦荒政策，并在起科年限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故在 1901—1950年间，
山区和半山区的政策驱动系数赋值为1.2，平坝区和中下游河谷地带的驱动系数为1.1。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为增加粮食生产而实行鼓励垦荒的政策，
加之由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农民为了
增加口粮和可支配粮食，刺激了半山区和
山区大量开垦荒地，耕地面积大量增加。
但在中下游河谷区和平坝区，由于聚落创
建时间较早，适宜开垦的耕地基本开垦完
毕，且聚落密度较大，耕地潜在分布范围
有限，在 1950 年以后可开垦耕地的区域
较山区少，所以政策因素对山区聚落耕地
增加的驱动系数为1.6，半山区为1.3，中
下游河谷和平坝区为1.15（表3）。

（3）农业技术。农业技术的发展对耕地开垦起到限制性作用。在聚落发展的第二个
阶段，增加粮食产量的主要手段从第一个阶段以增加耕地面积为主转为发展农田水利技
术为主，所以，随着聚落人口的继续增加，耕地面积并未有大面积开垦，是农业技术发
展对耕地开垦的限制性作用。在聚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农田水利的发展达到当时生产
力水平下的高峰，农业技术的限制性作用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则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
压力会通过向外移民或发展工商业等其他产业形态来解决。将农业技术因素对耕地数量
发展的驱动系数限定在0~1之间，农业技术越发展，对耕地数量的要求越少，即系数越
小，对耕地数量发展所起的限制性作用越大。

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流域聚落的水利发展以民间自发的小型水利建设为主，是聚落
自身发展的阶段性规律，跨越聚落的中小型水利设施主要集中在流域的中下游河谷区和
平坝区，山区与半山区相对较少。对清代和民国时期中下游河谷区、平坝区的水利技术
驱动系数赋值为 0.9，半山区和山区赋值为 0.95。20世纪 50年代以来，水利建设发展迅

④《清高宗实录》卷七六四，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癸酉。

表3 1700—1978年制度和政策因素对流域内

不同地形区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系数
Tab. 3 Coefficients of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factors

driving changes in cropland areas on different terrain types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from 1700 to 1978

时间

1700—1750年

1751—1800年

1801—1850年

1851—1900年

1901—1950年

1951—1978年

中下游河谷区

1.1

1.1

1.1

1.0

1.1

1.15

平坝区

1.1

1.1

1.1

1.1

1.1

1.15

半山区

1.1

1.1

1.1

1.1

1.2

1.3

山区

1.1

1.1

1.1

1.1

1.2

1.6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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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单位耕地面积产量大幅提高，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人口快速增长对耕地的压
力，但从不同地形区来看，较大型的水
利设施依然主要分布在中下游河谷和平
坝区[44]，所以这一时期水利技术的驱动
系数将中下游河谷和平坝区赋值为
0.7，半山区赋值为 0.75，山区为 0.8
（表4）。

（4）人文因素综合驱动系数。综合
人口、政策、农业技术3个主要人文因
子，得到 1700—1978 年掌鸠河流域不
同地形区内聚落耕地数量的综合人文驱
动系数（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综
合人文驱动系数最大的为山区，其次是
半山区，最低的是平坝区和中下游河谷
区。在山区和半山区，聚落分布的密度
相对较小，耕地潜在分布范围较大，在
各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耕地面积增
加迅速。中下游河谷和平坝区因聚落创
建时间相对较早，聚落密度较高，可开
垦耕地的潜力有限，人文驱动系数较
小，所增加的耕地面积也较少。

综合以上，在聚落发展的第一阶
段，坡度位于12°以下、相对海拔小于居民点的区域将被开垦成为耕地；在聚落发展的第
二阶段及以后，按照表5所示的人文驱动系数逐年增加，即得到掌鸠河流域内所有聚落
每50 a时间断面的耕地数量。在每个聚落中，除耕地外，还有林地、聚落用地、道路用
地或水域用地等，所以将每个聚落的最大耕地面积限定为不超过聚落潜在耕地范围的
90%[21]。
4.2 空间重建
4.2.1 聚落耕地潜在分布范围 （1）聚落耕地潜在分布范围。聚落耕地潜在分布范围是
指聚落耕地可能的理论分布区域，主要由区域内聚落密度所决定。因山地流域内不同地
形区聚落密度差异较大，本文利用ArcGIS软件将掌鸠河流域划分为中下游河谷区、平坝

区、半山区和山区4个地形区[39]，其中平坝区又以海拔2200 m为界⑤划分为2个亚区。根

据每个地形区聚落的密度计算出聚落的平均面积，进而得出以聚落点为中心生成平均聚
落面积缓冲区的半径 r，在这里取相对较高于 r的整数作为每个地形区中聚落的理论耕地
分布半径R（表6）。从表6中看出，中下游河谷区的理论耕地分布半径最小，为550 m，
其次是半山区和海拔 2200 m以下的平坝区，海拔 2200 m以上的平坝区最高，半径达到
1000 m。以聚落点为中心，R为半径，对不同地形区的聚落作圆缓冲区，利用泰森多边
形对生成的聚落缓冲区进行分割，得到每个聚落的耕地潜在分布范围。

（2）聚落耕地潜在分布范围网格化。利用ArcGIS软件在研究区内生成30 m×30 m的
规则网格（Fishnet）及网格中心（Fishnet Label），自动提取网格中心点的海拔高度和坡

⑤ 在掌鸠河流域，2200 m是流域内水稻种植的上限，对聚落密度的分布具有重要影响。

表5 1700—1978年掌鸠河流域不同地形区内
耕地数量变化的人文综合驱动系数

Tab. 5 Coefficients of anthropogenic factors driving changes

in cropland areas on different terrain types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from 1700 to 1978

时间

1701—1750年

1751—1800年

1801—1850年

1851—1900年

1901—1950年

1951—1978年

中下游河谷区

1.10

1.10

1.10

1.01

1.10

1.14

平坝区

1.11

1.10

1.10

1.10

1.10

1.14

半山区

1.18

1.18

1.17

1.17

1.28

1.39

山区

1.19

1.20

1.21

1.21

1.33

1.87

表4 1700—1978年水利技术因素对流域内
不同地形区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系数

Tab. 4 Coefficients of water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driving

changes in cropland areas on different terrain types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from 1700 to 1978

时间

1700—1750年

1751—1800年

1801—1850年

1851—1900年

1901—1950年

1951—1978年

中下游河谷

0.9

0.9

0.9

1.0

0.9

0.7

平坝

0.9

0.9

0.9

0.9

0.9

0.7

半山区

0.95

0.95

0.95

0.95

0.95

0.75

山区

0.95

0.95

0.95

0.95

0.95

0.8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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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值，并赋予其所在网格像元的 H ( )i, kn 和 S( )i, kn 两个字段内，形成掌鸠河流域内每个

聚落30m空间分辨率的耕地潜在分布范围矢量图层。
4.2.2 相对海拔高度 相对海拔高度对聚落范围内耕地开垦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因
聚落内的相对海拔而非绝对海拔是决定耕地开垦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故在每个聚落的
潜在耕地分布范围内，对每个像元的绝对海拔与居民点的绝对海拔进行差值运算。聚落
kn内像元 i的相对海拔α为：

α( )i, kn = H ( )s, kn -H ( )i, kn （1）
式中： H ( )s, kn 为居民点的海拔； H ( )i, kn 为像元的海拔； α( )i, kn 值可能为正，也可能

为负，为正时说明该像元位于聚落点以下，为负时说明像元位置位于聚落点以上，
α( )i, kn 值越大说明相对海拔越低，宜垦性越好。

按公式（2）对每个像元的相对海拔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形成像元的土地宜垦性相对
海拔高度权重 β值。

β( )i, kn =
Max( )H ( )i, kn -H ( )i, kn

Max( )H ( )i, kn

（2）

式中： β( )i, kn 表示 kn聚落中像元 i的土地宜垦性相对海拔权重； Max( )H ( )i, kn 表示 kn聚

落中像元 i的绝对海拔最大值；n为聚落编号。像元的海拔高度值越大，β值就越小。
4.2.3 坡度 坡度对聚落耕地开垦的空间选择起着重要的限制性作用，坡度越大，水土流
失越严重，开垦和耕作的难度也越大，宜垦性越低。对像元坡度利用公式（3）进行无量
纲化处理，形成像元的土地宜垦性坡度权重 γ值。

γ( )i, kn =
Max( )S( )i, kn - S( )i, kn

Max( )S( )i, kn

（3）

式中： γ( )i, kn 表示 kn聚落内像元 i的土地宜垦性坡度权重； Max( )S( )i, kn 表示 kn聚落内的

坡度最大值，n为聚落编号。像元的坡度值越大，γ值就越小。
4.2.4 与居民点距离 农民居住地靠近农田可以缩短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之间的距离，利
于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运输成本[45]。在西南山地，由于地理环境的
复杂性，居民点距田地的距离显得更加重要，与居民点越近的土地被早开垦的概率就越
大。在聚落潜在耕地范围内，与居民点距离越小的区域越容易被开发成为耕地。利用
ArcGIS软件的距离分析功能，为不同地形区的聚落以理论耕地分布半径为最大距离进行
欧氏距离计算，并划分为10个等级，形成10个等级的距离栅格。因越靠近居民点的区域
宜垦性就越大，所以对距离栅格进行重分类，将最大距离的栅格距离赋值为0.1，依次到

表6 掌鸠河流域不同地形区内的聚落密度和潜在耕作半径
Tab. 6 Settlement density and potential cropland radii for different terrain types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地形

中下游河谷区

平坝区

海拔2200 m以下平坝区

海拔2200 m以上平坝区

半山区

山区

面积
(km²)

83.2

152.4

74.8

77.6

195.3

945.3

占总面积的
(%)

6

11

-
-
14

69

聚落数量
(个)

92

83

59

24

191

414

聚落密度
(个/km²)

1.1

0.5

0.8

0.3

1.0

0.4

理论耕地
分布半径R(m)

550

-
650

1000

600

850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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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距离赋值为1，形成0.1~1的级别，利用网格中心点提取每个像元所在的值，并赋予
像元，形成聚落kn中像元 i的土地宜垦性距离权重 D( )i, kn 。

4.2.5 土地宜垦性评估模型 土地宜垦性主要的自然影响因素为相对海拔高度和坡度2个
因子，人文因素主要是耕地与居民点的距离，综合考虑以上3个因子，将其量化并进行
标准化处理，得到3个因子的影响权重，构建土地宜垦性评估模型。

δ( )i, kn = β( )i, kn × γ( )i, kn × D( )i, kn （4）

式中： δ( )i, kn 表示 kn聚落内 i像元的宜垦性； β( )i, kn 表示土地宜垦性的相对海拔权重；

γ( )i, kn 表示土地宜垦性的坡度权重； D( )i, kn 表示土地宜垦性的距离权重。

从公式（1）~（4）中可以看出，山地聚落内的土地宜垦性随着相对海拔、坡度和与居
民点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即相对海拔越高、坡度越陡、与居民点距离越远的土地宜垦性
越小。历史时期以来，山地微地貌虽然在一些区域会随着人类的活动而有所改变，但总
体来说并没有大的变化，且在山地聚落交通未有实质性的改变之前，距离权重也会继续
发挥作用，所以 δ( )i, kn 所表示的土地宜垦性在研究时段内保持不变。另外，在微地貌基

本不变的情况下，聚落尺度相对海拔高度、坡度和与居民点的距离3个因子的结合，一
定程度上可以保证耕地开垦的连片性特点。

利用上述耕地面积重建方法，按宜垦性 δ( )i, kn 值的

大小将网格像元进行排序，并依次赋值成为耕地，直到所
赋值面积与相对时间节点中聚落耕地面积相等为止，形成
1700—1978 年掌鸠河流域每 50 a 时间断面的耕地网格化
数据集。

5 结果与分析

5.1 1700年耕地分布重建
1700 年以前创建的聚落所开垦的耕地主要分布在中

下游河谷区和平坝区，假设 1700年以前所创建的聚落至
1700年相对海拔低于居民点且坡度在12°以下的区域都已
经被开垦成为耕地。选取符合以上规则的像元并赋值为耕
地，形成 1700年掌鸠河流域的耕地分布图（30 m×30 m，
图3）。

利用这一时期的人均耕地数量对重建的 1700年总耕
地数量进行检验。各地形区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
不同，单位面积耕地产量各异，导致人均耕地面积需求量
呈现出由中下游河谷区和平坝区向半山区和山区逐渐增加
的趋势。1700年掌鸠河流域共有耕地 2928.87 hm2，人均
耕地面积0.25 hm2，将不同地形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与20世
纪 50 年代初期的最低人均耕地保障量 [37]相比较（表 7），
中下游河谷区的人均耕地数量最少，仅为0.14 hm2，山区
人均耕地面积为0.57 hm2，半山区略大于山区，符合各地
形区的最低人均耕地需求量标准。说明本文复原的 1700
年掌鸠河流域的耕地数量和空间格局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图3 1700年掌鸠河流域耕地

空间格局
Fig. 3 Spatial pattern of cropland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in 1700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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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耕地分布重建
依据上述构建的历史耕地网格化重建模型对1700—1978年掌鸠河流域每个聚落的耕

地数量进行估算，并提取相应的网格作为耕地，得到7个连续时间断面30 m×30 m的耕
地空间格局图（图4）。

表7 1700年掌鸠河流域各地形区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统计
Tab. 7 Total cropland area and per capita cropland area for different terrain types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in 1700

区域

中下游河谷区

平坝区

半山区

山区

耕地面积
(hm2)

657.20

416.67

563.67

1291.33

人口数量
(人)

4619

2068

2578

2265

人均耕地面积
(hm2/人)

0.14

0.20

0.22

0.57

20世纪50年代初最低
耕地保障量(hm2/人)

0.07

0.09

0.12

0.29

图4 1700—1978年掌鸠河流域30 m×30 m耕地空间格局
Fig. 4 Spatial pattern of cropland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at a 30 m × 30 m resolution from 1700 to 1978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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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978年，掌鸠河流域的垦殖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图 5），由 1700年的 2.1%
上升到1978年的15.6%，尤其是1951—1978年间的垦殖率上升幅度最大，是人口和政策
等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流域不同地形区来看，中下游河谷区是移民开发时间较
早、人口密度大、垦殖率最高的区域，且保持着不断上升的趋势。其次是半山区的垦殖
率至1978年达到19.6%，逐渐接近中下游河谷地带，除人口自然增长外，流域外和流域
内其他地形区的人口迁移导致半山区和山区大量耕地的开垦。至1978年，平坝区成为垦
殖率最低的一个地形区，主要是海拔高度限制了耕地向高海拔平坝区的扩展，导致平坝
区的垦殖率逐渐被其他地形区所超越。1950年以前，山区的垦殖发展较缓慢，垦殖率最
低，1950年以后成为增幅最快的区域。

5.3 耕地数量重建
从 1700—1978年掌鸠河流域耕地数量的发展来看（表 8），自 1700年到 1978年增长

了6.3倍，而同时期的人口数量增长了18.9倍[37]，导致人均耕地面积逐渐下降。从时间上
来看，1951—1978年是流域内耕地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尤其是山区和半山区对整个流
域耕地数量的增长贡献最大，远远超过其他地形区。由于耕地潜在分布范围有限，中下
游河谷区和平坝区的耕地数量增长相对较为缓慢。
5.4 结果检验
5.4.1 总耕地面积检验 利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30 m
分辨率） [46]进行检验。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土地利用/覆盖数据主要以 1975—1979 年的

图5 1700—1978年掌鸠河流域不同地形区垦殖率变化图
Fig. 5 Reclamation rates on different terrain types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from 1700 to 1978

表8 1700—1978年掌鸠河流域耕地数量(hm2)

Tab. 8 Cropland area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from 1700 to 1978 (hm2)

时间

1700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1978

中下游河谷区

657

756

891

1055

1146

1340

1637

平坝区

417

491

630

866

1164

1451

1925

半山区

564

717

992

1412

1891

2632

3825

山区

1291

1706

2404

3725

5450

8232

14139

流域

2929

3670

4917

7057

9652

13655

21526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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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MSS遥感图象为信息源，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居民点
用地和未利用土地6种，其中耕地包括水田、旱地两类，代码分别为11和12。

利用ArcGIS软件提取出掌鸠河流域的数据，并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耕地数量进
行计算，得出总耕地面积为235.8 km2，垦殖率为17.1%。与本文所复原的1978年的总耕
地面积 215.3 km2，垦殖率 15.6%相比，耕地面积相差 20.5 km2，垦殖率相差 1.5%，说明
本文对1700—1978年掌鸠河流域耕地数量的复原结果可以接受。
5.4.2 人均耕地面积检验 各地形区单位耕地面积产量有较大的差异，人均耕地面积是保
障区域内人口基本口粮的基础。由1700—1978年掌鸠河流域不同地形区人均耕地面积变
化图中可以看出（图6），掌鸠河流域总体的人均耕地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1700年的
0.25 hm2/人，下降到 1978年的 0.15 hm2/人。其中，中下游河谷区的人均耕地面积最少，
由1700年的0.14 hm2/人下降到1978年的0.07 hm2/人，其次是平坝区和半山区，最高的是
山区，但下降幅度也最为明显。对比20世纪50年代初期不同地形区的最低人均耕地保障
量可知（表7），1950年以前，在4个地形区中，中下游河谷区、平坝区、半山区的人均

耕地都在最低人均耕地保障量以上，山区的人均耕地在 1950年即开始略低于最低保障

量，1950年平均人均耕地为0.26 hm2，低于最低保障量的0.29 hm2。历史时期山地少数民

族，如苗族等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从事采集、狩猎等活动，对耕地的依赖程度相对较

小，历史时期的人均耕地面积可能略低于最低人均耕地保障量。

至 1978年，中下游河谷区、山区和半山区的人均耕地数量都已经降到以 20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标准进行计算的人均最低保障量以下，说明在1950年以后，由于大规模农田

水利的兴修，提高了单位耕地面积的产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数量对耕地开垦的压

力。所以，从不同地形区的人均耕地面积来看，本文重建的结果较符合实际情况。

6 结论

本文将耕地网格化重建方法与区域聚落空间格局重建方法相结合，利用文献资料、
田野调查资料、档案资料、统计资料和基础地理信息等多种数据来源，重新设计了历史
时期小尺度区域耕地宜垦性模型和人文驱动力综合模型，模拟了1700—1978年具有明确
时间和空间属性的耕地网格化数据集。得出结论如下：

图6 1700—1978年掌鸠河流域人均耕地变化图
Fig. 6 Changes in per capita cropland area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from 1700 to 1978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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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复原聚落空间格局的前提下，利用田野调查方法获取1700—1978年聚落尺度
耕地开垦的时空规律，进而构建具有准确时间和空间信息的耕地网格化数据集，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中重建的耕地网格化数据空间属性不明确的不足。

（2）本文在构建小尺度区域耕地数量和空间重建模型时，综合考虑坡度、相对海拔
高度等自然因素，人口、政策、农业技术、耕地与居民点的距离等人文因素对耕地开发
的影响，并量化了这些因子对聚落耕地变化的驱动系数，可以更好地反映小尺度区域土
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机制及其动态特征，使得重建的耕地数据更接近历史实际。

（3） 1700—1978年，掌鸠河流域的耕地开垦呈现出山区和半山区耕地面积大量增加
的趋势，这是由人口和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从人均耕地面积的发展情况来
看，每个地形区中的人均耕地面积均有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农业技术在耕地开
垦过程中对耕地数量发展所起到的限制性作用。也表明被现有研究所忽略的农业技术、
政策等因素对区域耕地开垦具有直接且重要的作用。

（4）选择总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对模拟结果进行检验，表明本文的模拟结果可
信度较高。本文设计的1700—1978年云南山地小尺度区域耕地网格化重建模型可以有效
地模拟小尺度区域具有明确时间和空间属性的历史耕地网格化数据集，可以为小尺度区
域土地利用重建研究提供方法借鉴。

（5）本文以云南山地典型的中小流域——掌鸠河流域为研究区，得出的结论是否可
以代表整个云南山地，还需要更多的案例进行验证。

致谢：本文在土地利用重建模型的构建和后期检验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孙涛老师的帮

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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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ded reconstruction of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ropland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1700 to 1978

HUO Renlong1, YANG Yuda2, MAN Zhimin 2

(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Frontier China,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2.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 within small- scale areas during
historical periods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btaining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driving land use change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Herein, we reconstructed the evolution of settlement patterns at the basin scale, the
amount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ropland at the settlement scale, as well as the cropland
pattern at the basin scale. Typical small and medium-scale watershed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were used as the study area. Abided by historical documents,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research results, archival data, modern statistical
data, and basic geographical data, we considered regional natural factors (slope and altitude)
and anthropogenic factors (population, policie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distance between
croplands and settlements) and built a gridded model for cropland reconstruction in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small-scale mountainous areas. We then reconstructed gridded cropland patterns
with clear temporal and spatial attributes for the past 300 yea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over the past 300 years, the area of cropland in the Zhangjiu River Basin has increased 6.3
times, and the reclamation rate increased from 2.1% in 1700 to 15.6% in 1978. (2) The
cropland area differed considerably in various terrains. The cropland area in mountainous and
semi-mountainous areas was the largest and increased rapidly, whereas the cropland area in the
flatlands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valley area increased slowly, which was
caused by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such a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3) The results were verified using the total cropland area and per
capita cropland area. The gridded reconstruction model devised in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simulating historical cropland in small- scale areas with distinct spatial and
temporal attributes using gridded datasets.
Keywords: historical cropland; gridded reconstruction; small- scale areas; past 300 years;
mountainous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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